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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 “双碳” 目标的战略引领下ꎬ 绿色创新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途径ꎮ ＣＥＯ 作为企业战略领导者ꎬ 其灾难经历产生的烙印会影响其所在企业的绿

色创新决策ꎮ 本文整合高阶理论、 烙印理论和创伤心理学的观点ꎬ 以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ꎬ 基于原创的中国企业领导者苦难经历数据库ꎬ 实证检验了 ＣＥＯ 童

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ꎮ 研究发现: (１)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企

业绿色创新呈负向影响ꎻ (２) 政府环保补助和 ＣＥＯ 绿色经历可以削弱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

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ꎮ 研究内容不仅从个体层面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

素ꎬ 还拓展了烙印理论中烙印动态性变化、 “形成环境￣现有环境” 的一致性匹配、 差异性

匹配的应用ꎬ 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ꎮ
【关键词】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　 企业绿色创新　 ＣＥＯ 绿色经历　 政府环保补助　

烙印理论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０ꎻ Ｆ２７２􀆰 ９１　 　 　 　 文献标识码: Ａ

１􀆰 引言

在 “双碳” 战略目标、 “十四五” 绿色发展规划等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ꎬ 绿色创新已成为我

国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核心路径ꎮ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推动绿色低碳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ꎬ 凸显了绿色转型的政策强度与战略紧迫性ꎮ 绿色创新不仅是提升企业技

术能力与组织韧性的关键手段ꎬ 更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 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体现 (肖红军等ꎬ
２０２２)ꎮ 作为一种兼具不确定性与社会性的战略实践ꎬ 绿色创新通常面临高投入、 高风险与长回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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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等挑战ꎬ 不同企业在是否以及如何实施绿色战略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ꎮ 即使在相似的制度环

境中ꎬ 不同企业仍呈现出绿色创新行为的显著分化ꎬ 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个核心问题: 企业绿色战略

选择的差异性根源何在? 在企业绿色战略决策过程中ꎬ 谁是关键的影响者?
高阶理论 (ｕｐｐｅｒ ｅｃｈｅｌ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指出ꎬ 企业的重大战略选择深受高层管理者 (特别是 ＣＥＯ)

特质与经历的影响ꎬ ＣＥＯ 的价值观、 风险偏好、 认知模型将显著嵌入战略过程与组织行为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Ｍａｓｏｎꎬ １９８４ꎻ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ꎬ ２００７)ꎮ 近年来ꎬ 管理学研究开始关注 ＣＥＯ 个体经历如何塑

造其环境意识与战略行为倾向ꎬ 进而影响企业有关绿色创新等复杂议题的战略决策ꎮ 例如ꎬ 已有研

究发现ꎬ 具备环保背景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５)、 海外经历 (张增田等ꎬ ２０２３) 或高教育水平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２) 的 ＣＥＯ 更倾向于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 (凌鸿程等ꎬ ２０２３)ꎮ 然而ꎬ 现有研究普遍聚

焦于后天获得的经历ꎬ 这类经历往往存在较强的内生性ꎬ 即难以厘清究竟是个体特质驱动了经历选

择ꎬ 还是经历塑造了后续行为ꎮ 因此ꎬ 学界急需识别一种具备 “准自然实验” 特征的 ＣＥＯ 经历变

量ꎬ 以更具因果推断效力地揭示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ꎮ 童年时期的自然灾难作为一种外生

性、 非自愿、 不可控的重大情境事件ꎬ 为解决这一理论瓶颈提供了新视角ꎮ 该类经历通常发生于个

体认知尚未成熟的阶段ꎬ 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心理烙印效应ꎬ 可能通过塑造其对风险、 不确定性与社

会责任的认知偏好ꎬ 长期影响其战略决策行为ꎬ 尤其是在高风险、 高不确定性的绿色创新情境中表

现更为突出ꎮ
在中国这一特定语境中ꎬ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不仅具备理论上的重要性ꎬ 也具备现实的广泛

性与代表性ꎮ 首先ꎬ 我国地处多灾环境带ꎬ 灾害种类多样、 发生频率高ꎬ 特别是在 ２０ 世纪中叶至改

革开放初期ꎬ 中国的灾害预警、 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尚不完善ꎬ 企业家群体的童年时期普遍处于自

然灾害频发与生存压力交织的情境中ꎮ 其次ꎬ 众多中国企业领导者的成长轨迹反映了这一现实ꎮ 例

如ꎬ 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曾在饥寒交迫中成长ꎬ 立志 “有一家自己的企业”ꎻ 华为 ＣＥＯ 任正非经历

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家庭动荡与物资匮乏ꎻ 原 ＴＣＬ 总裁、 现光峰科技 ＣＥＯ 薄连明更是从 １９７６ 年唐

山大地震的废墟中幸存ꎮ 这些案例揭示出: 童年灾难经历作为一种普遍存在却被忽视的重要生命事

件ꎬ 可能对企业家战略韧性、 社会责任感与风险偏好形成深远影响ꎮ 基于此ꎬ 本文提出研究问题:
ＣＥＯ 童年时期的自然灾难经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 在新时代绿色转型的大背景

下ꎬ 理解这一机制不仅拓展了高阶理论视角下绿色战略形成的研究边界ꎬ 也有助于揭示中国特色制

度与情境下企业家行为的内在逻辑与心理基础ꎮ
在高阶理论的视角下ꎬ ＣＥＯ 的行为决策深受其个人经历与认知结构的影响ꎮ 进一步ꎬ 烙印理论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为理解早期经历对成年后行为的持久性影响提供了重要支撑ꎮ 该理论认为ꎬ 个体

在童年这一 “敏感期” 与外部环境进行社会化互动时ꎬ 会内化与环境特征相匹配的认知与行为模式ꎬ
并在成年后以烙印形式持续影响其价值判断与行为偏好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ａｎｄ Ｔｉｌｃｓｉｋꎬ ２０１３)ꎮ 因此ꎬ ＣＥＯ 在

童年时期遭遇的自然灾难ꎬ 作为一种突发性、 非自愿且不可控的重大负向事件ꎬ 极可能在其心理结

构中留下深刻的灾难烙印ꎬ 并对其未来面对高风险决策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ꎮ 然而ꎬ 灾难烙印究

竟如何作用于绿色创新决策ꎬ 其方向与机制并非单一ꎮ 为此ꎬ 本文从创伤心理学的视角ꎬ 进一步揭

示灾难经历的双重心理路径ꎮ 一方面ꎬ 创伤性灾难可能诱发长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ＰＴＳＤ)ꎬ 表现为回避、 恐惧与高度风险敏感等情绪状态ꎬ 从而抑制 ＣＥＯ 对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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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接受度 (Ｅｈｌｅｒｓ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０３)ꎻ 另一方面ꎬ 也有研究指出个体在经历灾难后的积极应对过程中

可能产生创伤后成长 (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ＰＴＧ)ꎬ 表现为更强的使命感、 社会同情心与心理韧性

(Ｔｅｄｅｓｃｈｉ ａｎｄ Ｃａｌｈｏｕｎꎬ １９９６ꎻ Ｔｅｄｅｓｃｈｉ ａｎｄ Ｃａｌｈｏｕｎꎬ ２００４)ꎮ 因此ꎬ 当绿色创新同时具备 “高风险

性” 与 “环境友好性” 特征时ꎬ 拥有灾难经历烙印的 ＣＥＯ 究竟是趋避风险ꎬ 还是将其视作实现责任

与成长的路径ꎬ 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ꎮ 但遗憾的是ꎬ 当前文献对此尚属空白ꎮ 为填补这一研究

空缺ꎬ 本文综合高阶理论、 烙印理论与创伤心理学ꎬ 构建分析框架ꎬ 系统探讨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

历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ꎮ
此外ꎬ 烙印理论亦指出ꎬ 尽管早期经历对行为具有持久影响ꎬ 但其作用强度并非恒定不变ꎬ 而

是会受到当前制度环境与个体后续经历的动态作用 (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ꎬ ２０１８ꎻ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ａｎｄ Ｑｉａｏꎬ
２０１８)ꎮ 参考 Ｍｕｃｈｉｎｓｋｙ 和 Ｍｏｎａｈａｎ (１９８７) 提出的个体￣环境匹配理论ꎬ 本文进一步区分两类环境匹

配路径: 一是一致性匹配ꎬ 即烙印形成时期的外部环境与当前制度环境特征相似ꎬ 增强烙印行为的

表现力ꎻ 二是差异性匹配ꎬ 即两类环境在关键特征上存在不一致性ꎬ 但当前环境具备一定的对冲和

补偿机制ꎬ 可能削弱烙印对行为的影响ꎮ
基于上述理论逻辑ꎬ 本文进一步引入两类关键调节机制ꎬ 探讨 “灾难烙印” 在不同环境结构下

的表现异质性与影响动态性ꎮ 首先ꎬ 政府环保补助作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性激励安排ꎬ 具备明确的风

险分担与资源扶持属性ꎬ 能够与灾难形成期所特有的 “高不确定性、 低支持性” 环境形成差异化匹

配ꎮ 一方面ꎬ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政策规定ꎬ 环保补助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稳定、 无偿、
可预期的外部资源 (张琦等ꎬ ２０１９)ꎬ 可能会缓解 ＣＥＯ 因早期灾难经历形成的 “风险规避、 资源囤

积、 短期导向” 等行为倾向ꎬ 从而削弱负面烙印效应的影响力ꎻ 另一方面ꎬ 这类制度激励亦可能增

强 ＣＥＯ 的战略安全感与社会责任感ꎬ 放大其潜在的亲社会行为导向ꎮ 其次ꎬ ＣＥＯ 绿色经历作为一种

后天获得的认知与经验资源ꎬ 能够通过教育培训或职业实践重塑其对环境议题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偏

好ꎮ 这类经历不仅可能帮助 ＣＥＯ 理解绿色创新的长期价值与操作逻辑ꎬ 还可能通过积累绿色领域的

社会资本ꎬ 构建更强的认同感与行动意愿ꎬ 从而对冲甚至逆转早期灾难经历带来的消极行为倾向ꎬ
也可能激发其环境导向战略的强化路径ꎮ 因此ꎬ 本文在构建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企业绿色创新” 主

效应机制的基础上ꎬ 系统引入外部制度因素 (政府环保补助) 与内部认知资源 (ＣＥＯ 绿色经历) 作

为调节变量ꎬ 识别 “形成环境￣现有环境” 之间的差异性匹配路径ꎬ 旨在揭示灾难烙印效应的边界条

件ꎬ 进一步拓展高阶理论与烙印理论在复杂战略行为领域的理论外延ꎮ
基于此ꎬ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ꎬ 探索了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

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ꎮ 研究结果发现: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

效应ꎮ 此外ꎬ 政府环保补助和 ＣＥＯ 绿色经历使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产生的烙印发生动态变化ꎬ 削

弱了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利影响ꎮ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ꎬ 拓展了高管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战略行为影响的理论认知ꎬ 揭示了其在高风险战略领域

存在负向作用的可能性ꎮ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童年自然灾难经历能够激发高管的社会责任感ꎬ 从而促

进企业亲社会行为 (Ｃｈｏｉ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３)ꎬ 呈现出较为一致的正向研究导向ꎮ 本文聚焦绿色创新这一

高度不确定、 资源密集的战略行为ꎬ 发现 ＣＥＯ 早期灾难经历可能形成风险规避倾向而抑制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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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ꎮ 该发现挑战了已有理论预设ꎬ 指出高管童年自然灾难经历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ꎬ 拓

展了高阶理论与绿色战略交叉研究的理论边界ꎮ
第二ꎬ 构建并整合了 “高阶理论￣烙印理论￣创伤心理学” 三重视角的理论框架ꎬ 丰富了高管童

年自然灾难经历作用机制的理论建构ꎮ 现有研究多从高阶理论或烙印理论单一视角出发解释个体经

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Ｄｕ ａｎｄ Ｒｅｎꎬ ２０２３)ꎬ 机制识别相对局限ꎮ 本文在理论逻辑上引入创伤心理

学ꎬ 揭示童年灾难经历可能通过 “创伤后应激障碍” (ＰＴＳＤ) 与 “创伤后成长” (ＰＴＧ) 两种心理路

径影响高管风险偏好与社会责任认知ꎬ 从而为高管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影响企业战略提供了更为细化

的心理机制嵌入的解释框架ꎮ
第三ꎬ 识别并系统分析了灾难烙印效应的关键调节机制ꎬ 拓展了烙印理论的动态适应性视角ꎮ

本文引入 “形成环境￣现有环境” 匹配逻辑ꎬ 识别两类关键情境边界: 制度层面的政府环保补助与个

体层面的 ＣＥＯ 绿色经历ꎬ 分别代表制度性激励与认知重塑机制ꎮ 研究发现ꎬ 不同匹配状态下灾难烙

印的行为表达将表现出显著差异ꎬ 烙印的负面影响可被制度补偿或认知调整削弱甚至逆转ꎮ 这一分

析深化了对烙印作用机制异质性与变异性的理解ꎬ 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拓展的理论范式ꎮ
第四ꎬ 采用自然灾难经历这一具备外生性的变量ꎬ 有效应对了既有研究中高管经历变量内生性

识别的难题ꎮ 目前大部分关于高管经历的研究依赖可选择性较强的教育、 职业背景 (Ｈｅ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１ꎻ 凌鸿程等ꎬ ２０２３)ꎬ 面临因果识别困境ꎮ 本文聚焦童年自然灾难这一突发性、 非自愿事件ꎬ 具

备准自然实验特征ꎬ 增强了因果推断的可信度ꎬ 为高阶理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经验识别

路径ꎮ

２􀆰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２􀆰 １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

高阶理论强调ꎬ 高管的认知、 价值观和经验深刻影响企业战略行为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ａｎｄ Ｍａｓｏｎꎬ
１９８４ꎻ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ꎬ ２００７)ꎬ 但是未能对 ＣＥＯ 早期经历如何影响其认知、 偏好和价值观等个性化特征进

而影响组织后果的动态过程 (包括时间、 具体情境和机制等) 进行具体阐释ꎮ
烙印理论补充指出ꎬ 个体在童年等 “敏感时期” 经历重大事件时ꎬ 易在心理与行为上形成稳定、

持续、 与环境特征相适应的烙印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ａｎｄ Ｔｉｌｃｓｉｋꎬ ２０１３)ꎮ 这为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 ＣＥＯ 战略偏

好的长期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ꎮ
创伤心理学进一步揭示了创伤性事件对个体心理的影响ꎬ 最初聚焦于战争创伤ꎬ 后扩展至各类

社会性创伤ꎬ 特别是生命敏感期的影响 (Ｐｅｅｋ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８)ꎮ “全球急救平台” 将创伤性事件定义为

个体经历或目睹死亡、 重伤、 暴力等灾难性情境ꎬ 如自然灾害或严重事故ꎮ 该理论为本文探讨 ＣＥＯ
童年灾难经历提供了依据ꎮ 一方面ꎬ 童年灾难经历常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 (ＰＴＳＤ)ꎬ 表现为侵入性

思维、 回避、 恐惧、 不安全感与焦虑等持续性心理状态 (Ｅｈｌｅｒｓ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０３)ꎮ 灾难经历可能增强个

体的风险厌恶 (Ｃｏｖｅｌｌｏ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０１)、 资源储备动机 (Ｈａｌｂｅｓｌｅｂｅｎ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４)ꎬ 并降低时间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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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ｓａｒ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７)ꎮ 另一方面ꎬ 个体也可能在应对创伤过程中实现创伤后成长 (ＰＴＧ)ꎬ 表现为更

高的心理适应能力、 认知重建和社会关系的积极转变 (Ｔｅｄｅｓｃｈｉ ａｎｄ Ｃａｌｈｏｕｎꎬ １９９６ꎻ Ｊａｎｏｆｆ￣Ｂｕｌｍａｎꎬ
２００４)ꎮ 本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构成逻辑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本文核心理论的逻辑关系

因此ꎬ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既构成 ＣＥＯ 战略偏好形成的重要心理烙印ꎬ 也为绿色创新决策的分化

结果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具体而言ꎬ ＣＥＯ 童年时期的自然灾难经历可能导致个体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

(ＰＴＳＤ)ꎬ 形成 “风险规避、 资源储备、 目光短视” 的特征ꎬ 进而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
第一ꎬ 从 “风险规避” 的角度来看ꎮ 对于经历过自然灾害的 ＣＥＯ 来说ꎬ 灾难带来的破坏打破了

他们童年时期 “世界是安全的” 这一信念ꎬ 导致他们对高风险项目产生过度敏感和抵触情绪

(Ｌｅ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５ꎻ Ｍｏｙａꎬ ２０１８)ꎮ 这种风险厌恶心理降低了 ＣＥＯ 的个人风险承受意愿ꎬ 从而抑制

了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ꎬ 进而减少了企业高风险活动的实施ꎮ 而企业绿色创新兼具 “社会性” 和

“风险性”: 一方面ꎬ 绿色创新不同于慈善捐赠、 常规环保披露等低风险的亲社会行为ꎻ 另一方面ꎬ
它也区别于没有明确绿色导向和诉求的传统创新ꎬ 但仍具有传统创新的高风险特征ꎬ 其风险性甚至

可能高于一般的传统创新活动ꎮ 首先ꎬ 企业绿色创新同传统创新一样具有周期长、 所需资金大、 不

确定因素多等特点ꎬ 除此之外ꎬ 企业绿色创新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的局面 (Ｋａｒｉｍｉ
Ｔａｋａｌｏ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１)ꎬ 这要求企业将绿色创新贯穿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ꎬ 而不仅仅局限于产品设计

和生产阶段ꎮ 然而ꎬ 这涉及的往往是前所未有或未经验证的知识和技术路线ꎮ 其次ꎬ 绿色技能型人

才匮乏ꎬ 国内 “双碳”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体系尚处于摸索阶段ꎬ 再加上绿色技术尚未成熟且行业

标准规范缺失ꎬ 从客观上加大了企业实现绿色技术、 绿色产品产业化的难度和不确定性ꎮ 最后ꎬ 高

额的研发费用意味着绿色创新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加ꎬ 这会降低绿色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杨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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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游达明ꎬ ２０２２)ꎬ 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ꎮ 对于拥有童年自然灾难经历的 ＣＥＯ 来说ꎬ 在面对高风

险的企业绿色创新决策时ꎬ 风险回避的烙印可能会妨碍其推进企业绿色创新活动ꎮ
第二ꎬ 从 “资源储备” 的角度来看ꎮ «国语􀅰周语» 有 “薮有圃草ꎬ 囿有林池ꎬ 所以御灾也”

的说法ꎬ 这意味着 (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 资源储备是防御风险和灾难的核心手段ꎮ 童年自

然灾难经历发生时个体的财产、 人脉等被剥夺ꎬ 会使个体形成对突发威胁的不安全感的情绪反应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ａｎｄ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ꎬ １９５４)ꎮ 为了应对企业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内外部未知风险及由此带来

的资源损失威胁ꎬ ＣＥＯ 的不安全感促使其产生更强烈的资源获取和储备动机 (Ｈａｌｂｅｓｌｅｂｅｎ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４ꎻ 姚东旻等ꎬ ２０１９)ꎮ 对于需要大量资金、 人力、 技术等资源配置的绿色创新活动来说ꎬ 这无疑

会降低企业实施绿色创新的可能性ꎮ 近年来ꎬ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确实对企业施加了一定的规制压力ꎬ
旨在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与经营ꎮ 然而ꎬ ＣＥＯ 本身具有强烈的风险规避和资源储备意识ꎬ 他们可

能会选择采用粗放式、 低技术的污染治理方式ꎬ 而非通过实质性技术创新来提高污染治理能力

(Ｔｅｓｔａ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１)ꎮ 这会导致企业的 “绿色合规成本” 挤占企业可能投入绿色创新方面的资源ꎮ
所以ꎬ 拥有童年灾难经历的 ＣＥＯ 所具有的资源储备倾向抑制了其引领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动机ꎮ

第三ꎬ 从 “目光短视” 的角度来看ꎮ 首先ꎬ 自然灾难经历的巨大不安全性、 威胁性带给个体最

直观的感受就是寿命不确定性ꎬ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会让 ＣＥＯ 更加看重生存ꎬ 对短期生存有更强

的追求ꎮ 其次ꎬ Ｃａｓｓａｒ 等 (２０１７) 通过实验发现自然灾害经历会导致受害者的耐性发生变化ꎬ 更多

地表现为对时间的不耐烦ꎬ 所以会更加倾向于短期项目ꎮ 绿色创新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来说是一种机

遇ꎬ 但是绿色创新成果往往成本回收周期长ꎬ 短期内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ꎬ 更无法快速转换成

经济效益ꎬ 甚至对企业的短期财务业绩产生抑制作用 (Ａｌｆ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ａｍꎬ ２００９)ꎮ 因此ꎬ 从 “目光短

视” 的角度看ꎬ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消极影响ꎮ
基于上述 “风险规避、 资源储备、 目光短视” 三个角度的理论分析ꎬ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负相关ꎮ
创伤心理学文献指出ꎬ 尽管灾难事件给 ＣＥＯ 带来了创伤ꎬ 但在创伤后ꎬ ＣＥＯ 可能经历积极的抗

争与外界第三方的有效引导ꎬ 从而进入创伤后成长 (ＰＴＧ) 的过程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ＣＥＯ 被迫反思

自己的经历ꎬ 重新审视自身的认知和价值观 ( Ｊａｎｏｆｆ￣Ｂｕｌｍａｎꎬ ２００４ꎻ Ｔｅｄｅｓｃｈｉ ａｎｄ Ｃａｌｈｏｕｎꎬ ２００４)ꎮ
“因为自己淋过雨ꎬ 所以总想替人撑把伞”ꎬ 即个体因为自己目睹或者经历过威胁生命的重大灾难ꎬ
在创伤后心理成长的过程中会因此产生同情和共情心理ꎬ 面临对社会存在威胁的行为时会表现出亲

社会行为ꎮ 例如ꎬ Ｈａｎ (２０２２) 研究发现ꎬ 有过早年自然灾害经历的 ＣＥＯ 领导的公司更愿意进行慈

善捐赠ꎬ 从而促使企业具有更高的社会参与度ꎮ 同样ꎬ Ｃｈｏｉ (２０２３) 研究发现ꎬ 经历过早期自然灾

害的 ＣＥＯ 往往以利他主义的动机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举措ꎬ 以造福不同的利益相关者ꎮ 与此同时ꎬ 在

自然灾害发生后ꎬ 灾难受害者会接受到来自社会组织、 政府等多方提供的无偿帮助ꎬ 无论是出于反

馈心理还是因为 “近朱者赤”ꎬ 其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ꎬ 从而更有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ꎮ 因此ꎬ
当人们遭遇过威胁生命的创伤ꎬ 其个人主义价值观可能转向集体主义价值观ꎬ 并增加了他们为他人

的福祉做贡献的意愿 (Ｏｉｓｈｉ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７)ꎬ 因为 “他们” 现在是 “我们”ꎮ 鉴于企业绿色创新作为

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ꎬ 提升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同时还为超出组织和环境这一边界的第三方带来

了公共利益ꎬ 如客户、 供应商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等 (Ｏｒｓａｔｏꎬ ２００６)ꎬ 可以将企业绿色创新视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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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 (Ｂｅｎｄｅｌｌꎬ ２０１７ꎻ Ｌｉａｏ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８)ꎮ 这意味着ꎬ 如果一家公司的 ＣＥＯ 在童年时期经历

了自然灾害ꎬ 那么在创伤后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亲社会倾向可能会促使该公司积极推动企业绿色创新ꎮ
所以ꎬ 基于创伤心理学的观点ꎬ 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出发ꎬ 提出备择假设:

Ｈ１ｂ: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正相关ꎮ
为进一步揭示外部环境对灾难烙印影响路径的调节机制ꎬ 本文引入两类代表性变量ꎬ 分别基于

“环境匹配” 与 “烙印动态性” 两种理论视角展开分析ꎮ 一方面ꎬ 政府环保补助可与灾难形成期环

境构成差异性匹配 (资源补偿、 风险分担)ꎬ 也可因其无偿性形成一致性匹配 (亲社会动机)ꎬ 从而

在不同机制下调节烙印作用ꎻ 另一方面ꎬ ＣＥＯ 绿色经历作为后天经验ꎬ 可能通过学习或叠加效应引

发烙印的减弱或增强ꎬ 体现其动态演化特征ꎮ 通过分别探讨这两种类型的机制对核心关系的调节作

用ꎬ 本文旨在揭示外部环境与个体经历在绿色创新决策中的耦合逻辑ꎮ

２􀆰 ２　 政府环保补助的调节作用

大多数学者在延续烙印理论基本思路的基础上ꎬ 从企业管理者层面展开了相关研究 (朱沆等ꎬ
２０２０ꎻ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２)ꎬ 即 ＣＥＯ 在敏感时期的特殊经历会形成思想烙印影响其成年后的行为ꎮ 然

而ꎬ 烙印理论还关注烙印形成时期的外部环境和现有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戴维奇等ꎬ ２０１６ꎻ 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ꎬ ２０１８)ꎮ 参考个人￣环境匹配论中 Ｍｕｃｈｉｎｓｋｙ 和 Ｍｏｎａｈａｎ (１９８７) 对个体￣环境一致性

匹配、 个体￣环境差异性匹配的定义ꎬ 进一步将 “形成环境￣现有环境” 一致性匹配界定为烙印形

成时期的外部环境和现有外部环境的特征相似相容时所达成的匹配状态ꎻ 同时将 “形成环境￣现有

环境” 差异性匹配界定为烙印形成时期的外部环境与当前外部环境在关键特征上存在不一致性ꎬ
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补偿或对冲ꎬ 从而构成一种具有动态适应性的匹配状态ꎮ 已有烙印理论

相关研究注意到了 “形成环境￣现有环境” 的一致性匹配 (戴维奇等ꎬ ２０１６)ꎬ 认为二者之间的一

致性匹配程度越高ꎬ 烙印发挥的影响作用越强ꎮ 在此基础上ꎬ 本文认为上述烙印产生时的外部环

境和现有外部环境之间还可能存在差异性匹配ꎬ 当二者之间存在差异性匹配时ꎬ 烙印发挥的作用

则会被削弱ꎮ 从这两个维度ꎬ 分析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 ＣＥＯ 产生的烙印受到外部环境要素的影

响ꎮ
一方面ꎬ 从 “形成环境￣现有环境” 差异性匹配的角度分析ꎮ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ꎬ 在创新

市场失灵的领域ꎬ 政府在市场中既是推动者又是监督者ꎬ 政府希望通过给予企业补助的方式从宏观

层面为企业带来制度优势ꎬ 从而引导企业积极开展环境保护、 减少污染的绿色研发创新活动 (Ｂａｉ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８)ꎮ 政府环保补助作为政府对企业开展环保的外部制度环境支持ꎬ 具有 “风险分担、 资源

支持、 政策长期导向” 的特征ꎬ 与 ＣＥＯ 在童年灾难经历中形成烙印时的环境特征存在差异性匹配:
首先ꎬ 政府环保补助是外界对企业的一种直接的资源支持ꎬ 可以分担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研发所投入

的高额成本ꎬ 分担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风险和对风险的容忍度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ꎬ ２０１５)ꎮ 其次ꎬ 政府的环保补

助能够为企业提供背书ꎬ 通过向银行和其他投资机构释放积极的信号ꎬ 有利于企业获得来自政府

以外其他主体的投资支持 (Ｗｕꎬ ２０１７)ꎬ 拓宽了企业资源获取渠道从而降低了资源获取难度ꎮ 最

后ꎬ 政府环保补助是政府提供的一项政策支持ꎬ 可以反映我国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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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绿色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和发展机遇ꎬ 增强了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动

力ꎮ 由此ꎬ 现有环境与 ＣＥＯ 经历灾难时的外部环境相关特征形成差异性匹配ꎬ 这可以缓解童年经

历过灾难的 ＣＥＯ 因 “风险规避” “资源储备” 和 “目光短视” 印记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ꎮ
除此之外ꎬ 政府发放环保补助后会严格监督企业对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ꎬ 从而对童年经历过灾难

的 ＣＥＯ 施加隐性约束ꎬ 避免拥有灾难经历的 ＣＥＯ 为了迎合政府采用粗放式、 低技术污染治理方式

的机会主义行为ꎮ
另一方面ꎬ 从 “形成环境￣现有环境” 一致性匹配的角度分析ꎮ 政府环保补助作为政府对企业开

展环保的外部制度环境支持ꎬ 具有 “无偿” 的特征ꎬ 与 ＣＥＯ 在灾难经历中形成烙印时的环境特征具

有一致性匹配: 政府环保补助是外界无偿提供给企业的资源ꎬ 与 ＣＥＯ 在灾难经历中接受的社会和政

府等外部资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ꎬ 从这个角度来看具有相同特征的外部环境可能会加强拥有灾难经

历 ＣＥＯ 的 “亲社会” 印记ꎬ 进而影响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ꎮ 综上ꎬ
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ａ: 政府环保补助削弱了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ꎮ
Ｈ２ｂ: 政府环保补助增强了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ꎮ

２􀆰 ３　 ＣＥＯ 绿色经历的调节作用

烙印理论认为个体在其敏感时期形成的烙印会对个体产生持续影响ꎬ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烙印一

成不变 (曾春影等ꎬ ２０２０)ꎮ 烙印具有动态性特征ꎬ 产生动态变化的具体情境可能来源于其他经历的

叠加效应 (Ｋｉｓｈ￣Ｇｅｐ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ꎬ ２０１５)ꎬ 也可能来源于其他经历的学习效应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ａｎｄ
Ｑｉａｏꎬ ２０１８)ꎮ 在上述情境的作用下ꎬ 管理者在童年时期受到环境影响形成的烙印可能发生影响减

弱、 影响增强和扩展适应的动态性变化 (Ｋｉｓｈ￣Ｇｅｐ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Ｓｉｍｓｅｋ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５ꎻ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ａｎｄ Ｑｉａｏꎬ ２０１８)ꎮ 因此ꎬ 尽管企业 ＣＥＯ 在童年时期经历的自然灾害对其产生的心理印记会

随着时间推移持续存在ꎬ 但如果在此期间接触与原始印记相补充或相叠加的信息和经历ꎬ 这些印记

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动态变化ꎬ 即可能减弱或增强ꎮ
ＣＥＯ 绿色经历作为一种后天经历ꎬ 指的是 ＣＥＯ 接受过 “绿色” 相关教育 (如 “环境科学”

专业教育) 或者从事过 “绿色” 相关工作 (如企业污染防治负责人) (卢建词和姜广省ꎬ ２０２２)ꎮ
本文认为ꎬ 绿色经历作为后天经历可以发挥 “学习效应” 和 “叠加效应”ꎬ 从而使 ＣＥＯ 在童年自

然灾难经历中产生的烙印发生动态性变化ꎬ 最终影响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

用效果ꎮ
一方面ꎬ ＣＥＯ 的绿色经历可以促使其童年时期自然灾难经历所产生的 “烙印” 影响逐渐减退ꎬ

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趋势: (１) 从绿色创新流程来看ꎬ 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中研发、 生产、 销售等均伴

随着巨大的风险ꎬ 当企业 ＣＥＯ 拥有绿色学习或者绿色教育经历时ꎬ 在行动中将会更加熟悉绿色创新

中绿色产品、 绿色技术等的开发ꎬ 同时对绿色产品消费市场有一定的基础认知ꎮ ＣＥＯ 可以将从过往

绿色经历中获得的经验迁移到企业绿色创新行动中 (陈国权和吴凡ꎬ ２０１８)ꎬ 在一定程度上感知、 预

测并降低可能会面临的风险ꎮ 绿色经历这一后天 “行动学习” 过程削弱了 ＣＥＯ 在灾难经历中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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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规避的心理偏好ꎮ (２) 从观念认知角度来看ꎬ 绿色经历使 ＣＥＯ 更加关注环境问题ꎬ 并促使其深

刻反思企业当前经营模式中的问题及其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这有助于 ＣＥＯ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思

考绿色创新所带来的市场机遇和资源ꎬ 同时提升其对绿色创新风险的容忍度ꎬ 并增强对绿色创新发

展前景的信心ꎮ 绿色经历这一后天 “思想学习” 过程削弱了 ＣＥＯ 在灾难经历中塑造的风险规避、 目

光短视的心理烙印ꎮ (３) 从资源获取角度来看ꎬ 企业绿色创新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支撑研

发活动的顺利开展ꎮ 具有绿色经历的 ＣＥＯꎬ 因其曾在环保相关部门、 公司或行业中接受过相关教育ꎬ
通常能够在教育和合作中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ꎮ 这种关系网络为 ＣＥＯ 积累了宝贵的社会资本

(Ｎｏｒｂｕｔ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ｔｅｎꎬ ２０１８)ꎬ 从而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更加丰富的人力资源ꎮ 此外ꎬ 这也有助于

ＣＥＯ 在资金、 技术等资源的获取过程中发挥优势ꎬ 进而削弱童年经历自然灾难的 ＣＥＯ 在 “资源存

储” 上的动机ꎬ 减少其自然灾难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ꎮ 因此ꎬ 在 ＣＥＯ 绿色经历的影响

下ꎬ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形成的思想烙印发挥的消极作用会被减弱ꎮ
另一方面ꎬ ＣＥＯ 绿色经历可以使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 “烙印” 产生影响增强的动态性变化:

(１) 接受过绿色相关教育或者从事过绿色相关工作的 ＣＥＯ 对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等造成的严重后果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ꎬ 对于童年时期拥有灾难经历的 ＣＥＯ 来说ꎬ 当相同或者相似的灾难事件可能会再

一次上演时ꎬ 会进一步刺激其对社会他人的同情和共情心理ꎮ 在此情况下ꎬ 为了降低威胁性自然灾

难事件再次发生的风险ꎬ ＣＥＯ 更倾向于选择实施应对环境问题的绿色创新战略ꎮ (２) 绿色经历使

ＣＥＯ 认识到环境问题的迫切性ꎬ 会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ꎬ 进一步激发其社会责任意识 (Ｗａｌｌｓ
ａｎｄ Ｈｏｆｆｍａｎꎬ ２０１３)ꎮ 因此ꎬ 绿色经历带来的同情与共情心理以及增强的社会责任意识ꎬ 使 ＣＥＯ 在

决策时更有可能采取亲社会行为ꎬ 从而加强其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ꎮ 基于

上述分析ꎬ ＣＥＯ 的绿色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积极促进其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

正向关系ꎮ 因此ꎬ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 ＣＥＯ 绿色经历削弱了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ꎮ
Ｈ３ｂ: ＣＥＯ 绿色经历增强了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ꎮ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见图 ２ꎮ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对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环境报告和年度报告的查阅ꎬ 从 ２００８ 年起ꎬ 企业开始披露环境或可

持续发展相关信息ꎬ 这表明政府和企业逐渐加大了对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关注度ꎮ 因此ꎬ 选取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ꎮ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ＣＥＯ 基本信

息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ꎬ 绿色创新数据来源于 ＣＮＲＤＳ 数据库ꎻ 控制变量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和 ＷＩＮＤ 数

据库ꎮ 基于以下原则对数据进行筛选: (１) 剔除 ＳＴ、∗ＳＴ、 ＰＴ 类企业ꎻ (２) 剔除金融类企业ꎻ (３)
剔除数据严重缺失且无法补齐的样本ꎮ 最终得到 ４２８７ 个样本观测值ꎮ 考虑到样本中的极端数值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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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

端异常值) 可能会对检验的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ꎬ 对所有连续变量按 １％和 ９９％水平进行了缩尾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处理ꎮ

３􀆰 ２　 变量定义

３􀆰 ２􀆰 １　 自变量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 (ＣＥＯＤｉｓ): 目前国内尚未有成熟的战略领导者苦难经历数据库ꎬ 但是

战略领导者童年敏感时期的苦难经历会对其后来的行为倾向产生显著影响ꎮ 为了弥补因数据获取难

度大而形成的研究缝隙ꎬ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战略领导者灾难经历的原始数据库———中国企业领导

者苦难经历数据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ＣＥＤＥ)ꎮ
具体来说: 首先ꎬ 收集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历任 ＣＥＯ 的相关基本信息ꎬ 包括 ＣＥＯ 姓名、 出生地区

(精确县市)、 出生年份等关键信息ꎬ 信息主要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ꎬ 并通过企业公开的法律文件、
网络搜寻以及其他公共资源等对缺失信息进行补充ꎮ 由于我国对企业 ＣＥＯ 的成长环境没有强制披露

要求ꎬ 本文使用 ＣＥＯ 出生地来作为 ＣＥＯ 童年成长环境的替代指标ꎮ 这样做的原因是与其他国家相

比ꎬ 我国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ꎬ 该制度对城乡流动施加了严格的限制ꎬ 因为一个人的户籍与其教

育、 医疗和社会保障息息相关ꎮ 若一个公民离开户籍所在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ꎬ 则意味着满足各种

条件或者要付出更多的教育成本ꎮ 因此ꎬ 大多数中国公民在户籍所在地长大ꎬ 接受当地的教育和医

疗ꎮ 在此情况下ꎬ 选取 ＣＥＯ 出生地作为其童年所在地区的方法较为合理ꎮ 据此ꎬ 得到了包含 ＣＥＯ 相

４０１

珞珈管理评论

２０２６ 年卷第 １ 辑 (总第 ６４ 辑)



关基本信息的子数据库ꎮ 其次ꎬ 以 ２０１２ 年应急管理部发布的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ＧＢ / Ｔ ２８９２１—
２０１２) 为标准ꎬ 并参照中国气象数据网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ｃｍａ􀆰 ｃｎ / )、 国际紧急灾害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ｍｄａｔ􀆰 ｂｅ / ) 等发布的信息资料ꎬ 对以下种类的自然灾害进行统计并汇总: 地质灾害、 洪涝灾

害、 旱灾、 自然火灾、 风雹灾害、 寒潮 /霜冻灾害、 虫灾 /畜疫ꎮ 为了进一步精确缺失、 不详和笼统

的报告内容ꎬ 还查阅了相关省市当年的报道和新闻ꎬ 补全了相关内容ꎮ 据此ꎬ 一共手工搜集和整理

了包含中国 ３４ 个省级行政区 ３３３ 个市 ２８４４ 个县在 １９４９—１９９５ 年的自然灾难数据ꎬ 得到有关自然灾

害信息的子数据库ꎮ 最后ꎬ 根据上述两个子数据库均包含的中国地级市 (ＣＥＯ 出生地和自然灾难发

生地) 为识别码利用 Ｓｔａｔａ１７􀆰 ０ 软件进行精确匹配ꎬ 得到一个关于战略领导者灾难经历的原始数据

库ꎬ 即中国企业领导者苦难经历数据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ＣＥＤＥ)ꎬ 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的构建过程

本文选取 ＣＥＯ ５~１５ 岁作为童年阶段来衡量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ꎮ 之所以关注这一时期ꎬ 是

因为医学研究表明ꎬ 持久童年记忆的形成往往开始于 ５ 岁生日左右ꎬ 而 １５ 岁生日是 “早期童年” 记

忆的自然停止时间 (Ｎｅｌｓｏｎꎬ １９９３)ꎬ 同时ꎬ 发展心理学的相关文献也指出 ５ ~ １５ 岁是人们发展从他

人角度理解事件的能力的时期 (Ｓｅｌｍａｎꎬ １９８０)ꎮ 已有相关研究结果也证明了选取这一生命阶段的合

理性 (Ｂｅｒｎｉｌｅ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７ꎻ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２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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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因变量

企业绿色创新的测量可以从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产出两个角度进行测度ꎬ 创新投入常用的

衡量指标包括研发投入金额和研发人员数量ꎬ 创新产出的衡量方式有专利数量、 新产品销售收入ꎮ
将研发投入金额和人员数量进行区分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ꎬ 因此近年来的文献均采用绿色专利

数量来衡量企业创新ꎮ 借鉴已有研究的测量方式 (王馨和王营ꎬ ２０２１)ꎬ 将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加总得到绿色创新总量 Ｔｏｔａｌꎬ 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衡量绿色创新质

量 Ｉｎｖａꎬ 同时将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 Ｕｍａ 作为对比性指标衡量绿色创新数量ꎮ 为消除绿色专

利申请数据的右偏分布问题ꎬ 本文将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ꎬ 得到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以

及 ＬｎＵｍａꎮ
３􀆰 ２􀆰 ３　 调节变量

(１) ＣＥＯ 绿色经历 (ＣＥＯＧｒｅｅｎ)ꎮ 借鉴已有研究 (卢建词和姜广省ꎬ ２０２２)ꎬ 从高管个人简历

数据中手工查找 ＣＥＯ 是否有 “绿色” 相关的教育经历或者工作经历ꎬ 绿色相关教育经历是指其接受

的教育是否属于制浆造纸专业、 环保专业、 环境工程专业、 环境科学专业等ꎻ 绿色相关工作经历是

指其工作履历或岗位是否涉及或属于环境保护部门成员、 环保委员会成员、 企业污染防治负责人ꎮ
如果 ＣＥＯ 有 “绿色” 相关的教育或者工作经历ꎬ ＣＥＯＧｒｅｅｎ 取值为 １ꎬ 否则为 ０ꎮ

(２) 政府环保补助 (ＧＥＳ)ꎮ 参考于芝麦 (２０２１) 的研究ꎬ 根据年报附注中的政府补助项目明

细ꎬ 从中按照 “绿色” “减排” “环境” “可持续发展” “清洁” “节能” 等与环保有关的关键词筛选

出企业每年收到的环保补助金额ꎬ 并用经企业营业收入调整后的相对环保补助水平来衡量政府环保

补助ꎮ
３􀆰 ２􀆰 ４　 控制变量

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ＣＥＯ 性别、 公司规模、 公司成立时间、 总资产收益率、 研

发投入、 营业收入增长率、 分析师关注度、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产权性质、 董事会规模、 资本密

集度ꎮ 另外还控制了行业、 年份和公司所在省份固定效应ꎮ
本文变量定义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解释变量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 ＣＥＯＤｉｓ ＣＥＯ 在 ５~１５ 岁经历的灾难次数

被解释变量

绿色创新总量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 (１＋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
绿色创新质量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 (１＋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
绿色创新数量 ＬｎＵｍａ ｌｎ (１＋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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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调节变量
ＣＥＯ 绿色经历 ＣＥＯＧｒｅｅｎ 如果企业 ＣＥＯ 具有绿色经历ꎬ 取值 １ꎬ 否则取值 ０
政府环保补助 ＧＥＳ 政府环保补助金额 /营业收入

控制变量

ＣＥＯ 性别 ＣＥＯＧｅｎｄｅｒ ＣＥＯ 性别为女取值为 １ꎬ 性别为男取值 ０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期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公司成立时间 ＥｓｔａｂＡｇｅ 企业成立时间的自然对数

总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净利润 /总资产

研发投入 ＲＤ 研发投入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本期营业收入 /上一期营业收入－１
分析师关注度 ＡＦ ｌｎ (１＋分析师跟踪人数)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ＩＮＳＴ 机构投资者持股数 /总股数

产权性质 ＳＯＥ 当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ꎬ 取值 １ꎬ 否则取值 ０
董事会规模 Ｂｏａｒｄ 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

资本密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固定资产净额 /员工人数

３􀆰 ３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１ａ、 Ｈ１ｂꎬ 即 ＣＥＯ 灾难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ꎬ 本文构建基准回归模

型 (１):
Ｙｉꎬ ｔ ＝ α０ ＋ α１ ＣＥＯＤｉｓｉꎬ ｔ ＋ α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εｉꎬ ｔ (１)

其中ꎬ Ｙｉꎬ ｔ 表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ꎬ 即绿色创新总量、 绿色创新质量、 绿色创新数量ꎻ ＣＥＯＤｉｓｉꎬ ｔ

为解释变量ꎻ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为控制变量ꎮ 为避免行业、 时间和省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ꎬ 本文还控制了

行业、 年份、 省份固定效应ꎮ 若模型 (１) 中 α１ 显著为负ꎬ 则验证假设 Ｈ１ａꎬ 拒绝假设 Ｈ１ｂꎬ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显著负相关ꎬ 也就是说ꎬ 童年时期经历自然灾害的 ＣＥＯ 对企业绿

色创新发展具有消极影响ꎻ 若 α１ 显著为正ꎬ 则支持假设 Ｈ１ｂꎬ 拒绝假设 Ｈ１ａꎬ 表明拥有童年灾难经

历的 ＣＥＯ 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最终表现为促进作用ꎮ
为了检验假设 Ｈ２ａ、 Ｈ２ｂ 及 Ｈ３ａ、 Ｈ３ｂꎬ 即验证 ＣＥＯ 绿色经历、 政府环保补助对 ＣＥＯ 童年自

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ꎬ 本文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 ＣＥＯ 绿色经历

与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的交互项、 政府环保补助与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的交互项ꎬ 构建模型

(２):
Ｙｉꎬ ｔ ＝ β０ ＋ β１ ＣＥＯＤｉｓｉꎬ ｔ ＋ β２ ｏｄｅｒｉꎬ ｔ ＋ β３ ｏｄｅｒｉꎬ ｔ × ＣＥＯＤｉｓｉꎬ ｔ ＋

　 　 β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εｉꎬ ｔ

(２)
其中ꎬ ｏｄｅｒｉꎬ ｔ 表示本文的调节变量ꎬ 即 ＣＥＯ 绿色经历 (ＣＥＯＧｒｅｅｎ)、 政府环保补助 (ＧＥ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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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４􀆰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样本企业的绿色创新总量 (ＬｎＴｏｔａｌ) 均值为 ０􀆰 ６７９ꎬ 最

大值为 ５􀆰 ０３７ꎬ 由此可见ꎬ 不同企业之间的绿色创新水平存在较大差异ꎮ 另外ꎬ 其中位数为 ０ꎬ 说明

至少一半样本企业尚未布局绿色创新版图ꎬ 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绿色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存

在很大的成长空间ꎮ ＣＥＯ 灾难经历 (ＣＥＯＤｉｓ) 的均值数为 １５􀆰 ４８３ꎬ 即样本企业 ＣＥＯ 经历自然灾害

的平均次数为 １５􀆰 ４８ 次ꎬ 企业需要关注 ＣＥＯ 早期经历ꎬ 缓解其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ꎮ 在控制变量

方面ꎬ ＣＥＯ 性别 (ＣＥＯＧｅｎｄｅｒ) 均值为 ０􀆰 ０３８ꎬ 表明样本企业中 ＣＥＯ 男性占比高于女性ꎻ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的均值为 ２２􀆰 ６０４ꎬ 标准差为 １􀆰 ４６９ꎬ 表明企业可能因行业领域不同而规模差异较大ꎻ 企业成

长性 (Ｇｒｏｗｔｈ) 均值为 ０􀆰 ２０２ꎬ 标准差为 ０􀆰 ３４９ꎬ 体现整体水平良好的发展潜能ꎬ 但不同企业成长能

力差距较大ꎻ 分析师关注度 (ＡＦ) 均值为 ２􀆰 １９３ꎬ 最大值为 ４ꎬ 即样本企业分析师平均跟踪人数为 ９
人ꎬ 最多跟踪人数为 ５４ 人ꎬ 表明样本企业受到外界较多的关注ꎮ 其他控制变量与已有研究描述性统

计结果接近ꎮ

表 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ＬｎＴｏｔａｌ ４２８７ ０􀆰 ６７９ １􀆰 １４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０３７
ＬｎＩｎｖａ ４２８７ ０􀆰 ５０２ ０􀆰 ９９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６７３
ＬｎＵｍａ ４２８７ ０􀆰 ４１２ ０􀆰 ８３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００７
ＣＥＯＤｉｓ ４２８７ １５􀆰 ４８３ ９􀆰 ６６７ ０􀆰 ０００ １３􀆰 ０００ ３９􀆰 ０００

ＣＥＯＧｒｅｅｎ ４２８７ ０􀆰 ０３０ ０􀆰 １７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ＧＥＳ ４２８７ ２􀆰 ５２８ ３􀆰 ４０３ ０􀆰 ０００ １􀆰 ３３７ １８􀆰 ４１３

ＣＥＯＧｅｎｄｅｒ ４２８７ ０􀆰 ０３８ ０􀆰 １９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Ｓｉｚｅ ４２８７ ２２􀆰 ６０４ １􀆰 ４６９ ２０􀆰 ０８８ ２２􀆰 ３４７ ２６􀆰 ９９９
ＲＤ ４２８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１ ０􀆰 ２７５
ＳＯＥ ４２８７ ０􀆰 ３９８ ０􀆰 ４９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Ｇｒｏｗｔｈ ４２８７ ０􀆰 ２０２ ０􀆰 ３４９ －０􀆰 ４１２ ０􀆰 １４２ ２􀆰 ０７９
ＲＯＡ ４２８７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６ －０􀆰 １１２ ０􀆰 ０４８ ０􀆰 ２５２
ＡＦ ４２８７ ２􀆰 １９３ ０􀆰 ９１３ 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８０１

珞珈管理评论

２０２６ 年卷第 １ 辑 (总第 ６４ 辑)



续表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ＩＮＳＴ ４２８７ ０􀆰 ５０４ ０􀆰 ２６０ ０􀆰 ００９ ０􀆰 ５３５ １􀆰 ０１５
ＥｓｔａｂＡｇｅ ４２８７ ２􀆰 ７６９ ０􀆰 ３７４ １􀆰 ６０９ ２􀆰 ８３３ ３􀆰 ４０１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４２８７ １２􀆰 ４４２ １􀆰 ０６２ ９􀆰 ６９９ １２􀆰 ３９０ １５􀆰 ３９７
Ｂｏａｒｄ ４２８７ ２􀆰 １５９ ０􀆰 ２０８ １􀆰 ６０９ ２􀆰 １９７ ２􀆰 ７０８

４􀆰 ２　 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由表内数据可知ꎬ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

创新总量、 绿色创新质量、 绿色创新数量均显著负相关ꎬ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控制变量中ꎬ 公司

规模、 分析师关注、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公司成立时间、 资本密集度、 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绿色创

新三个指标的相关系数为正且显著ꎮ 其他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均小于 ０􀆰 ５ꎬ 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ꎮ

４􀆰 ３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模型 (１) 检验了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ꎬ 表 ４ 列示了基准回归

结果ꎮ 第 (１) 列报告的是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总量的回归结果ꎬ 第 (２) 列

报告的是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回归结果ꎬ 第 (３) 列报告的是 ＣＥＯ 童年

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数量的回归结果ꎮ 以上回归结果中 ＣＥＯ 灾难经历的系数均为负ꎬ 且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 这表明拥有童年自然灾难经历的 ＣＥＯ 对企业的绿色创新总量、 绿色创新质

量、 绿色创新数量的影响均表现为抑制作用ꎬ 支持本文提出的竞争性假设 Ｈ１ａ 的观点ꎬ 假设 Ｈ１ｂ
未得到验证ꎮ 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ꎬ 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ꎬ 创新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性和

与环境治理成本的负外部性ꎬ 这使得企业绿色创新技术在高成本投入的情况下容易被模仿、 复制ꎬ
企业承担所有绿色创新成本却未能带来期望的经济收益和长期竞争力ꎬ 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极强的

不确定性ꎮ 第二ꎬ 通过对管理者行为的观察ꎬ 发现管理者需要在时间有限的工作条件下ꎬ 在不同

的任务之间配置他们的注意力ꎮ 相较于外部事项ꎬ ＣＥＯ 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企业内部的特定项

目上ꎬ 从而帮助企业取得更好的绩效ꎮ 绿色创新兼具目标为经济效益的 “创新” 和目标为环境效

益的 “绿色”ꎬ 但是相较于财务绩效ꎬ 进行绿色创新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 (吴建祖和陈致

羽ꎬ ２０２３)ꎬ 对财务绩效甚至产生抑制作用ꎮ ＣＥＯ 作为企业管理者ꎬ 其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

化和企业长期稳定发展ꎬ 因此ꎬ 拥有灾难经历的 ＣＥＯ 的亲社会动机被削弱ꎬ ＣＥＯ 的风险规避动机

进一步被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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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相
关
性
系
数
表

变
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ＣＥ
ＯＤ

ｉｓ
１

ＬｎＴ
ｏｔａｌ

－ ０􀆰
０６３

∗∗∗
１

ＬｎＩ
ｎｖａ

－ ０􀆰
０５５

∗∗∗
０􀆰９

５１∗∗∗
１

ＬｎＵ
ｍａ

－ ０􀆰
０６０

∗∗∗
０􀆰８

９６∗∗∗
０􀆰７

６８∗∗∗
１

ＣＥ
ＯＧ

ｒｅｅ
ｎ

０􀆰０
１５

０􀆰０
７７∗∗∗

０􀆰０
６９∗∗∗

０􀆰０
７３∗∗∗

１
ＧＥ

Ｓ
－ ０􀆰

０１９
０􀆰０

１７
０􀆰０

２８∗
－ ０􀆰

０２２
０􀆰０

１７
１

ＣＥ
ＯＧ

ｅｎｄ
ｅｒ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１

０􀆰０
３０∗

０􀆰０
０７

１
Ｓｉｚｅ

－ ０􀆰
０６０

∗∗∗
０􀆰３

９３∗∗∗
０􀆰４

０３∗∗∗
０􀆰３

６８∗∗∗
０􀆰０

２３
－ ０􀆰

１５４
∗∗∗

－ ０􀆰
０２１

１
ＲＤ

０􀆰０
０１

０􀆰０
６８∗∗∗

０􀆰０
８７∗∗∗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３４

∗∗
０􀆰４

５４∗∗∗
－ ０􀆰

０４４
∗∗∗

－ ０􀆰
２５１

∗∗∗
１

ＳＯＥ
－ ０􀆰

１９０
∗∗∗

０􀆰０
９０∗∗∗

０􀆰０
９２∗∗∗

０􀆰０
８４∗∗∗

－ ０􀆰
０１５

－ ０􀆰
１１８

∗∗∗
－ ０􀆰

０３４
∗∗

０􀆰３
９０∗∗∗

－ ０􀆰
２６５

∗∗∗
１

Ｇｒｏ
ｗｔｈ

０􀆰０
２４０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０９

０􀆰０
３６∗∗

－ ０􀆰
０５５

∗∗∗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７２
∗∗∗

１
ＲＯ

Ａ
０􀆰０

５８∗∗∗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４５
∗∗∗

０􀆰０
１１

０􀆰０
１１

－ ０􀆰
０７８

∗∗∗
０􀆰０

８２∗∗∗
－ ０􀆰

１２０
∗∗∗

０􀆰２
５４∗∗∗

１
ＡＦ

０􀆰０
３７∗∗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７∗∗∗

０􀆰１
７５∗∗∗

０􀆰０
０２

０􀆰０
１３

－ ０􀆰
００４

０􀆰３
３１∗∗∗

０􀆰０
５０∗∗∗

－ ０􀆰
０２７

∗
０􀆰１

１２∗∗∗
０􀆰４

１３∗∗∗
１

ＩＮＳ
Ｔ

－ ０􀆰
１１３

∗∗∗
０􀆰０

９７∗∗∗
０􀆰０

８８∗∗∗
０􀆰１

１９∗∗∗
－ ０􀆰

０６６
∗∗∗

－ ０􀆰
１４８

∗∗∗
０􀆰０

０５
０􀆰４

１１∗∗∗
－ ０􀆰

２５５
∗∗∗

０􀆰４
２３∗∗∗

０􀆰０
３９∗∗

０􀆰１
０８∗∗∗

０􀆰２
２７∗∗∗

１
Ｅｓｔ

ａｂＡ
ｇｅ

０􀆰０
４９∗∗∗

０􀆰０
３４∗∗

０􀆰０
４５∗∗∗

０􀆰０
３４∗∗

－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１５

０􀆰０
３８∗∗

０􀆰２
３２∗∗∗

０􀆰０
０３

０􀆰０
５６∗∗∗

－ ０􀆰
０７４

∗∗∗
－ ０􀆰

０７７
∗∗∗

－ ０􀆰
０７０

∗∗∗
－ ０􀆰

０２８
∗

１
Ｄｅｎ

ｓｉｔｙ
０􀆰０

３０∗∗
０􀆰０

５５∗∗∗
０􀆰０

５９∗∗∗
０􀆰０

７２∗∗∗
０􀆰０

４２∗∗∗
－ ０􀆰

０５５
∗∗∗

－ ０􀆰
０４８

∗∗∗
０􀆰３

７５∗∗∗
－ ０􀆰

２４２
∗∗∗

０􀆰１
９９∗∗∗

－ ０􀆰
０４８

∗∗∗
－ ０􀆰

１２２
∗∗∗

－ ０􀆰
００７

０􀆰１
４９∗∗∗

０􀆰１
２１∗∗∗

１
Ｂｏａ

ｒｄ
－ ０􀆰

１３０
∗∗∗

０􀆰０
９９∗∗∗

０􀆰０
９７∗∗∗

０􀆰０
９９∗∗∗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３１

∗∗
－ ０􀆰

０７４
∗∗∗

０􀆰２
０８∗∗∗

－ ０􀆰
１６３

∗∗∗
０􀆰３

１２∗∗∗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５
０􀆰０

９５∗∗∗
０􀆰２

５７∗∗∗
－ ０􀆰

０４３
∗∗∗

０􀆰１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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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ＣＥＯＤｉ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３􀆰 ９５６) (－２􀆰 ９４１) (－４􀆰 ５４２)

ＣＥＯＧｅｎｄｅｒ ０􀆰 １１１ ０􀆰 １３２∗ ０􀆰 ０９６
(１􀆰 ４０７) (１􀆰 ８９１) (１􀆰 ６２８)

Ｓｉｚｅ ０􀆰 ３９０∗∗∗ ０􀆰 ３６２∗∗∗ ０􀆰 ２４４∗∗∗

(２３􀆰 ５３２) (２４􀆰 ８４０) (１９􀆰 ８１５)

ＲＤ ２􀆰 ４２９∗∗∗ ２􀆰 ６１７∗∗∗ ０􀆰 ６９５∗∗

(５􀆰 ８９０) (７􀆰 １９８) (２􀆰 ２６３)

ＳＯＥ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０ －０􀆰 １０２∗∗∗

(－１􀆰 ８４０) (－１􀆰 ４２０) (－３􀆰 ４００)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１６９∗∗∗ －０􀆰 １４２∗∗∗ －０􀆰 １０７∗∗∗

(－３􀆰 ８９８) (－３􀆰 ７１４) (－３􀆰 ３２６)

ＲＯＡ ０􀆰 ７０３∗∗ ０􀆰 ５９１∗∗ ０􀆰 ５０６∗∗

(２􀆰 ２２９) (２􀆰 １２８) (２􀆰 １５３)

ＡＦ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１
(１􀆰 ９４４) (１􀆰 ６２４) (１􀆰 ３３７)

ＩＮＳＴ －０􀆰 １７９∗∗ －０􀆰 ２２０∗∗∗ －０􀆰 ０４９
(－２􀆰 ５６６) (－３􀆰 ５９２) (－０􀆰 ９３６)

ＥｓｔａｂＡｇｅ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４
(－０􀆰 ２０２) (－０􀆰 ３９５) (０􀆰 ６５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９∗∗

(－４􀆰 ２５２) (－３􀆰 ９４２) (－２􀆰 ０８０)

Ｂｏａｒｄ ０􀆰 ２５７∗∗∗ ０􀆰 ２３９∗∗∗ ０􀆰 １３９∗∗

(３􀆰 ３７２) (３􀆰 ５５１) (２􀆰 ４４６)

＿ｃｏｎｓ －７􀆰 ４７６∗∗∗ －７􀆰 ２２１∗∗∗ －４􀆰 ８４９∗∗∗

(－１７􀆰 ２４１) (－１８􀆰 ８９５) (－１５􀆰 ０１２)
Ｎ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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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Ｆ ２５􀆰 ０６３ ２２􀆰 ８４０ ２２􀆰 ８２０

Ａｄｊ＿Ｒ２ ０􀆰 ３６２ ０􀆰 ３４０ ０􀆰 ３４０
　 　 注: 括号内数值为 ｔ 统计值ꎬ 后同ꎮ

４􀆰 ４　 政府环保补助的调节作用

本文将政府环保补助加入回归模型ꎬ 检验其对 ＣＥＯ 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

用ꎬ 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 ＣＥＯ 灾难经历与政府环保补助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ꎬ 说明政府环保补助

能够缓解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带来的负面影响ꎬ 假设 Ｈ２ａ 得到验证ꎮ

表 ５ 政府环保补助调节作用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ＣＥＯＤｉ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３􀆰 ９８１) (－２􀆰 ９６６) (－４􀆰 ５５１)
ＧＥ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５３１) (０􀆰 ５５２) (－０􀆰 １２０)
ＣＥＯＤｉｓ×ＧＥ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３􀆰 ０３１) (３􀆰 ０５１) (１􀆰 ９９８)
ＣＥＯＧｅｎｄｅｒ ０􀆰 １０９ ０􀆰 １３０∗ ０􀆰 ０９６

(１􀆰 ３７４) (１􀆰 ８５８) (１􀆰 ６２１)
Ｓｉｚｅ ０􀆰 ３８７∗∗∗ ０􀆰 ３６１∗∗∗ ０􀆰 ２４３∗∗∗

(２３􀆰 ３８６) (２４􀆰 ６９３) (１９􀆰 ６８９)
ＲＤ ２􀆰 ２５８∗∗∗ ２􀆰 ４６３∗∗∗ ０􀆰 ６６５∗∗

(５􀆰 １２２) (６􀆰 ３３８) (２􀆰 ０２３)
ＳＯＥ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０ －０􀆰 １０１∗∗∗

(－１􀆰 ８１９) (－１􀆰 ３９９) (－３􀆰 ３７６)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１６９∗∗∗ －０􀆰 １４２∗∗∗ －０􀆰 １０８∗∗∗

(－３􀆰 ８９３) (－３􀆰 ７０８) (－３􀆰 ３４２)
ＲＯＡ ０􀆰 ６７１∗∗ ０􀆰 ５６３∗∗ ０􀆰 ４９０∗∗

(２􀆰 １３０) (２􀆰 ０２８) (２􀆰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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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ＡＦ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１
(１􀆰 ９８７) (１􀆰 ６６７) (１􀆰 ３７１)

ＩＮＳＴ －０􀆰 １８４∗∗∗ －０􀆰 ２２５∗∗∗ －０􀆰 ０５２
(－２􀆰 ６４８) (－３􀆰 ６７４) (－１􀆰 ００６)

ＥｓｔａｂＡｇｅ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４
(－０􀆰 １９８) (－０􀆰 ３９２) (０􀆰 ６５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７９∗∗∗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８∗∗

(－４􀆰 １６３) (－３􀆰 ８５４) (－１􀆰 ９９１)

Ｂｏａｒｄ ０􀆰 ２５０∗∗∗ ０􀆰 ２３２∗∗∗ ０􀆰 １３６∗∗

(３􀆰 ２６９) (３􀆰 ４４７) (２􀆰 ３９４)

＿ｃｏｎｓ －７􀆰 ４１９∗∗∗ －７􀆰 １７０∗∗∗ －４􀆰 ８２７∗∗∗

(－１７􀆰 ０９８) (－１８􀆰 ７４９) (－１４􀆰 ９２５)
Ｎ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 ２４􀆰 ７１１ ２２􀆰 ５３０ ２２􀆰 ４２７
Ａｄｊ＿Ｒ２ ０􀆰 ３６３ ０􀆰 ３４１ ０􀆰 ３４０

４􀆰 ５　 ＣＥＯ 绿色经历的调节作用

表 ６ 列 (１) —列 (３) 显示了 ＣＥＯ 绿色经历对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

系的调节作用ꎬ 结果显示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 ＣＥＯ 绿色经历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ꎬ 表明

ＣＥＯ 绿色经历能够缓解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带来的负面影响ꎬ 假设 Ｈ３ａ 得到验证ꎮ

表 ６ ＣＥＯ 绿色经历调节作用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ＣＥＯＤｉ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４􀆰 ０２３) (－３􀆰 ００６) (－４􀆰 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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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ＣＥＯＧｒｅｅｎ ０􀆰 ３３５∗∗∗ ０􀆰 ２８１∗∗∗ ０􀆰 ２１３∗∗∗

(３􀆰 ７４９) (３􀆰 ５７８) (３􀆰 ２０４)

ＣＥＯＤｉｓ×ＣＥＯＧｒｅｅｎ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２∗

(２􀆰 １５７) (３􀆰 ０４４) (１􀆰 ８０６)

ＣＥＯＧｅｎｄｅｒ ０􀆰 １０４ ０􀆰 １２４∗ ０􀆰 ０９１
(１􀆰 ３１５) (１􀆰 ７８６) (１􀆰 ５５０)

Ｓｉｚｅ ０􀆰 ３９０∗∗∗ ０􀆰 ３６３∗∗∗ ０􀆰 ２４５∗∗∗

(２３􀆰 ６２５) (２４􀆰 ９５２) (１９􀆰 ８８０)

ＲＤ ２􀆰 ４６９∗∗∗ ２􀆰 ６５３∗∗∗ ０􀆰 ７２０∗∗

(５􀆰 ９９７) (７􀆰 ３１６) (２􀆰 ３４８)

ＳＯＥ －０􀆰 ０７６∗ －０􀆰 ０５２ －０􀆰 １０３∗∗∗

(－１􀆰 ８８６) (－１􀆰 ４７４) (－３􀆰 ４４１)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１７３∗∗∗ －０􀆰 １４４∗∗∗ －０􀆰 １１０∗∗∗

(－３􀆰 ９８７) (－３􀆰 ７６６) (－３􀆰 ４０１)

ＲＯＡ ０􀆰 ７１７∗∗ ０􀆰 ６００∗∗ ０􀆰 ５１５∗∗

(２􀆰 ２７９) (２􀆰 １６４) (２􀆰 １９５)

ＡＦ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１
(１􀆰 ９５０) (１􀆰 ６４８) (１􀆰 ３３９)

ＩＮＳＴ －０􀆰 １６１∗∗ －０􀆰 ２０５∗∗∗ －０􀆰 ０３８
(－２􀆰 ３１８) (－３􀆰 ３５１) (－０􀆰 ７２４)

ＥｓｔａｂＡｇ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６４) (－０􀆰 ２０３) (０􀆰 ７７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８２∗∗∗ －０􀆰 ０６７∗∗∗ －０􀆰 ０３０∗∗

(－４􀆰 ３５９) (－４􀆰 ０７２) (－２􀆰 １６７)

Ｂｏａｒｄ ０􀆰 ２６７∗∗∗ ０􀆰 ２５０∗∗∗ ０􀆰 １４５∗∗

(３􀆰 ４９８) (３􀆰 ７２４) (２􀆰 ５５０)

＿ｃｏｎｓ －７􀆰 ５０８∗∗∗ －７􀆰 ２５６∗∗∗ －４􀆰 ８７０∗∗∗

(－１７􀆰 ３４９) (－１９􀆰 ０３３) (－１５􀆰 ０９４)
Ｎ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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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 ２４􀆰 ８８０ ２２􀆰 ７４９ ２２􀆰 ５８７
Ａｄｊ＿Ｒ２ ０􀆰 ３６５ ０􀆰 ３４３ ０􀆰 ３４２

４􀆰 ６　 稳健性检验

４􀆰 ６􀆰 １　 替换解释变量

首先ꎬ 心理学研究中关于个人认知发展的年龄阶段也存在不同的观点ꎬ 本文选取 ＣＥＯ 在 ９ ~ １６
岁经历的自然灾难次数作为替代衡量方式ꎬ 重新进行回归检验ꎮ 检验结果如表 ７ 列 (１) —列 (３)
所示ꎬ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ꎬ 该结果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ꎮ 其次ꎬ
一次严重的自然灾难 (如唐山或汶川大地震) 可能带来的心理影响远大于多次规模较小的自然灾害ꎮ
因此ꎬ 本研究以 ＣＥＯ 童年经历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作为衡量自然灾害强度的指标ꎬ 重新进行

回归分析ꎮ 结果如表 ７ 列 (４) —列 (６) 所示ꎬ ＣＥＯ 童年经历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回归系

数仍显著为负ꎬ 本文结论依然稳健ꎮ
４􀆰 ６􀆰 ２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 (李青原和肖泽华ꎬ ２０２０)ꎬ 使用绿色专利授权量代替绿色专利申请量

进行稳健性检验ꎬ 即绿色创新总量 ＬｎＴｏｔａｌ１ 为 ｌｎ (１＋企业当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绿色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数量)ꎬ 绿色创新质量 ＬｎＩｎｖａ１ 为 ｌｎ (１＋企业当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量)ꎬ 绿色创新数量

ＬｎＵｍａ１ 为 ｌｎ (１＋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量)ꎬ 除此之外不改变其他变量的衡量方式进行重新回

归ꎬ 结果如表 ７ 列 (７) —列 (９) 所示ꎬ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ꎬ 该结果与

本文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ꎮ

表 ７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ＣＥＯ 在 ９~１６ 岁经历的自然灾难次数 ＣＥＯ 经历自然灾难地区死亡人数 绿色专利授权量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ＬｎＴｏｔａｌ１ ＬｎＩｎｖａ１ ＬｎＵｍａ１

ＮＣＥＯＤｉ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４１∗

(－３􀆰 ７４０) (－２􀆰 ２７４) (－５􀆰 １３８) (－２􀆰 ７０１) (－２􀆰 ３５７) (－１􀆰 ７７９)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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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ＣＥＯ 在 ９~１６ 岁经历的自然灾难次数 ＣＥＯ 经历自然灾难地区死亡人数 绿色专利授权量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ＬｎＴｏｔａｌ１ ＬｎＩｎｖａ１ ＬｎＵｍａ１

ＣＥＯＤｉ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３􀆰 ９５６) (－２􀆰 ９４１) (－４􀆰 ５４２)

ＣＥＯＧｅｎｄｅｒ ０􀆰 １１３ ０􀆰 １３３∗ ０􀆰 ０９７ １４􀆰 ４８０∗ １６􀆰 ２４７∗∗ １３􀆰 ３３１∗∗ ０􀆰 １１１ ０􀆰 １３２∗ ０􀆰 ０９６
(１􀆰 ４２７) (１􀆰 ９１３) (１􀆰 ６４１) (１􀆰 ７８３) (２􀆰 ２４５) (２􀆰 １９９) (１􀆰 ４０７) (１􀆰 ８９１) (１􀆰 ６２８)

Ｓｉｚｅ ０􀆰 ３９０∗∗∗ ０􀆰 ３６３∗∗∗ ０􀆰 ２４４∗∗∗ ４０􀆰 ９０３∗∗∗ ３８􀆰 ２６１∗∗∗ ２６􀆰 １４５∗∗∗ ０􀆰 ３９０∗∗∗ ０􀆰 ３６２∗∗∗ ０􀆰 ２４４∗∗∗

(２３􀆰 ５３４) (２４􀆰 ８３８) (１９􀆰 ８２９) (２４􀆰 ６０６) (２５􀆰 ８１７) (２１􀆰 ０６６) (２３􀆰 ５３２) (２４􀆰 ８４０) (１９􀆰 ８１５)

ＲＤ ２􀆰 ３９８∗∗∗ ２􀆰 ５９８∗∗∗ ０􀆰 ６６６∗∗ １７２􀆰 ５９９∗∗∗ １８４􀆰 ６１４∗∗∗ ５１􀆰 ４６７∗∗ ２􀆰 ４２９∗∗∗ ２􀆰 ６１７∗∗∗ ０􀆰 ６９５∗∗

(５􀆰 ８１３) (７􀆰 １４４) (２􀆰 １７０) (５􀆰 ００８) (６􀆰 ００９) (２􀆰 ０００) (５􀆰 ８９０) (７􀆰 １９８) (２􀆰 ２６３)

ＳＯＥ －０􀆰 ０７３∗ －０􀆰 ０４９ －０􀆰 １０２∗∗∗ －９􀆰 ０６９∗∗ －６􀆰 ９５６∗ －１０􀆰 ８３８∗∗∗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０ －０􀆰 １０２∗∗∗

(－１􀆰 ８１２) (－１􀆰 ３８８) (－３􀆰 ３８９) (－２􀆰 １９３) (－１􀆰 ８８７) (－３􀆰 ５１０) (－１􀆰 ８４０) (－１􀆰 ４２０) (－３􀆰 ４００)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１７１∗∗∗ －０􀆰 １４３∗∗∗ －０􀆰 １０９∗∗∗ －３􀆰 ２４１∗∗∗ －２􀆰 ５５２∗∗∗ －２􀆰 １７８∗∗∗ －０􀆰 １６９∗∗∗ －０􀆰 １４２∗∗∗ －０􀆰 １０７∗∗∗

(－３􀆰 ９４３) (－３􀆰 ７４７) (－３􀆰 ３８０) (－２􀆰 ９７４) (－２􀆰 ６２７) (－２􀆰 ６７７) (－３􀆰 ８９８) (－３􀆰 ７１４) (－３􀆰 ３２６)

ＲＯＡ ０􀆰 ６８０∗∗ ０􀆰 ５７２∗∗ ０􀆰 ４９２∗∗ ４５􀆰 ００９ ３７􀆰 ２０３ ３５􀆰 １７５∗ ０􀆰 ７０３∗∗ ０􀆰 ５９１∗∗ ０􀆰 ５０６∗∗

(２􀆰 １５７) (２􀆰 ０５８) (２􀆰 ０９９) (１􀆰 ６４４) (１􀆰 ５２４) (１􀆰 ７２１) (２􀆰 ２２９) (２􀆰 １２８) (２􀆰 １５３)

ＡＦ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９ ３􀆰 ６４８∗ ２􀆰 ７１６ １􀆰 ７８１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１
(１􀆰 ８２８) (１􀆰 ５３２) (１􀆰 ２１４) (１􀆰 ７５６) (１􀆰 ４６６) (１􀆰 １４８) (１􀆰 ９４４) (１􀆰 ６２４) (１􀆰 ３３７)

ＩＮＳＴ －０􀆰 １６４∗∗ －０􀆰 ２１１∗∗∗ －０􀆰 ０３５ －２０􀆰 ００５∗∗∗ －２４􀆰 ３８８∗∗∗ －６􀆰 ９６６ －０􀆰 １７９∗∗ －０􀆰 ２２０∗∗∗ －０􀆰 ０４９
(－２􀆰 ３５５) (－３􀆰 ４４１) (－０􀆰 ６８５) (－２􀆰 ８４４) (－３􀆰 ８８９) (－１􀆰 ３２６) (－２􀆰 ５６６) (－３􀆰 ５９２) (－０􀆰 ９３６)

ＥｓｔａｂＡｇｅ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６ ０􀆰 ８２３ －０􀆰 ３１４ ３􀆰 ６７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４
(－０􀆰 １８６) (－０􀆰 ４０１) (０􀆰 ７０３) (０􀆰 １６７) (－０􀆰 ０７１) (０􀆰 ９９８) (－０􀆰 ２０２) (－０􀆰 ３９５) (０􀆰 ６５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２９∗∗ －８􀆰 １８５∗∗∗ －６􀆰 ９１０∗∗∗ －３􀆰 ０７５∗∗ －０􀆰 ０８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９∗∗

(－４􀆰 ２６２) (－３􀆰 ９８０) (－２􀆰 ０４０) (－４􀆰 ３４８) (－４􀆰 １１７) (－２􀆰 １８８) (－４􀆰 ２５２) (－３􀆰 ９４２) (－２􀆰 ０８０)

Ｂｏａｒｄ ０􀆰 ２６６∗∗∗ ０􀆰 ２４６∗∗∗ ０􀆰 １４５∗∗ ２５􀆰 ３５７∗∗∗ ２２􀆰 ６５３∗∗∗ １４􀆰 ９４８∗∗∗ ０􀆰 ２５７∗∗∗ ０􀆰 ２３９∗∗∗ ０􀆰 １３９∗∗

(３􀆰 ４９３) (３􀆰 ６６５) (２􀆰 ５４８) (３􀆰 ３１２) (３􀆰 ３１９) (２􀆰 ６１５) (３􀆰 ３７２) (３􀆰 ５５１) (２􀆰 ４４６)

＿ｃｏｎｓ －７􀆰 ５０７∗∗∗ －７􀆰 ２４８∗∗∗ －４􀆰 ８６７∗∗∗ －７９７􀆰 ８４４∗∗∗ －７６４􀆰 ３３２∗∗∗ －５３３􀆰 ４５８∗∗∗ －７􀆰 ４７６∗∗∗ －７􀆰 ２２１∗∗∗ －４􀆰 ８４９∗∗∗

(－１７􀆰 ３２２) (－１８􀆰 ９７１) (－１５􀆰 ０８８) (－１８􀆰 ３６１) (－１９􀆰 ７３０) (－１６􀆰 ４４４) (－１７􀆰 ２４１) (－１８􀆰 ８９５) (－１５􀆰 ０１２)
Ｎ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７７ ４２７７ ４２７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Ｎ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７７ ４２７７ ４２７７ Ｎ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６１１

珞珈管理评论

２０２６ 年卷第 １ 辑 (总第 ６４ 辑)



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ＣＥＯ 在 ９~１６ 岁经历的自然灾难次数 ＣＥＯ 经历自然灾难地区死亡人数 绿色专利授权量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ＬｎＴｏｔａｌ１ ＬｎＩｎｖａ１ ＬｎＵｍａ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 ２５􀆰 ０３７ ２２􀆰 ７８７ ２２􀆰 ９０８ ２５􀆰 ２６ ２２􀆰 ９４ ２３􀆰 ０６ ２５􀆰 ０６３ ２２􀆰 ８４０ ２２􀆰 ８２０
Ａｄｊ＿Ｒ２ ０􀆰 ３６２ ０􀆰 ３３９ ０􀆰 ３４０ ０􀆰 ３６４ ０􀆰 ３４１ ０􀆰 ３４３ ０􀆰 ３６２ ０􀆰 ３４０ ０􀆰 ３４０

４􀆰 ７　 内生性检验

４􀆰 ７􀆰 １　 工具变量法

为解决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ꎬ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ꎮ 自然成灾率指的是

每年每省的成灾人口占每年每省的常住人口的比例ꎬ 理论上省份自然成灾率与 ＣＥＯ 的灾害经验有

关ꎬ 但与企业绿色创新无直接关系ꎬ 因此ꎬ 本文将公司 ＣＥＯ 出生所在地区的自然成灾率 (ＴＵ) 作为

工具变量ꎮ 表 ８ 列示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ꎮ 结果显示ꎬ 第一阶段回归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Ｗａｌｄ 的

Ｆ 值大于 １０ꎬ 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ꎻ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ＬＭ 检验的 ｐ 值均为零ꎬ 拒绝识别不足假设ꎬ
另外 ＴＵ 的回归系数为 ８２􀆰 ８４２ꎬ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ꎬ 验证了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ꎻ 第二阶段回归

结果中 Ｈａｎｓｅｎ Ｊ 值不显著ꎬ 表明工具变量和扰动项之间不存在相关性ꎬ 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ꎮ
表 ８ 列 (２) 展示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ꎬ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显著负相

关关系未发生改变ꎬ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ꎮ

表 ８ 工具变量法

变量

(１)
第一阶段

(２)
第二阶段

ＣＥＯＤｉｓ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ＴＵ ８２􀆰 ８４２∗∗∗

(６８􀆰 ７２４)

ＣＥＯＤｉ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３􀆰 １８４) (－２􀆰 ４３２) (－３􀆰 １７１)

ＣＥＯＧｅｎｄｅｒ －０􀆰 ５２１ ０􀆰 １１１ ０􀆰 １３１∗ ０􀆰 ０９６∗

(－１􀆰 ０５１) (１􀆰 ４１７) (１􀆰 ９０７) (１􀆰 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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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第一阶段

(２)
第二阶段

ＣＥＯＤｉｓ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Ｓｉｚｅ ０􀆰 ４０８∗∗∗ ０􀆰 ３９０∗∗∗ ０􀆰 ３６２∗∗∗ ０􀆰 ２４４∗∗∗

(３􀆰 ９２９) (２３􀆰 ８１３) (２５􀆰 １３７) (２０􀆰 ０５６)

ＲＤ ４􀆰 ５７８∗ ２􀆰 ４３１∗∗∗ ２􀆰 ６１８∗∗∗ ０􀆰 ６９５∗∗

(１􀆰 ７７３) (５􀆰 ９６５) (７􀆰 ２８９) (２􀆰 ２８８)

ＳＯＥ －０􀆰 ５８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５１ －０􀆰 １０２∗∗∗

(－２􀆰 ３１０) (－１􀆰 ８７２) (－１􀆰 ４４６) (－３􀆰 ４３４)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３１ －０􀆰 １６９∗∗∗ －０􀆰 １４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３) (－３􀆰 ９４１) (－３􀆰 ７５４) (－３􀆰 ３７０)

ＲＯＡ ８􀆰 １０９∗∗∗ ０􀆰 ７０９∗∗ ０􀆰 ５９６∗∗ ０􀆰 ５０３∗∗

(４􀆰 １１４) (２􀆰 ２７２) (２􀆰 １６９) (２􀆰 １６５)

ＡＦ ０􀆰 ０８２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０
(０􀆰 ６３５) (１􀆰 ９８１) (１􀆰 ６５８) (１􀆰 ３４２)

ＩＮＳＴ －１􀆰 ３７７∗∗∗ －０􀆰 １８０∗∗∗ －０􀆰 ２２１∗∗∗ －０􀆰 ０４８
(－３􀆰 １６３) (－２􀆰 ６１１) (－３􀆰 ６４８) (－０􀆰 ９３６)

ＥｓｔａｂＡｇｅ １􀆰 ６６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４
(５􀆰 ４０５) (－０􀆰 １９４) (－０􀆰 ３９０) (０􀆰 ６５８)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３４２∗∗∗ －０􀆰 ０８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９∗∗

(２􀆰 ９０７) (－４􀆰 ２７３) (－３􀆰 ９６０) (－２􀆰 １１７)

Ｂｏａｒｄ －１􀆰 １４０∗∗ ０􀆰 ２５５∗∗∗ ０􀆰 ２３７∗∗∗ ０􀆰 １４０∗∗

(－２􀆰 ３８８) (３􀆰 ３７８) (３􀆰 ５５９) (２􀆰 ４８７)

＿ｃｏｎｓ －４􀆰 １３４ －７􀆰 ４６８∗∗∗ －７􀆰 ２１４∗∗∗ －４􀆰 ８５３∗∗∗

(－１􀆰 ５１９) (－１７􀆰 ４１３) (－１９􀆰 ０８５) (－１５􀆰 １８９)
Ｎ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４２８７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 ７９􀆰 ３５５ ２５􀆰 ００５ ２２􀆰 ８１１ ２２􀆰 ７１３
Ａｄｊ＿Ｒ２ ０􀆰 ６４９ ０􀆰 ３６２ ０􀆰 ３４０ ０􀆰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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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７􀆰 ２　 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

为解决样本中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ꎬ 借鉴已有研究 (姚东旻等ꎬ ２０１９)ꎬ 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法 (ＰＳＭ)ꎬ 首先ꎬ 依据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次数进行分组ꎬ 当 ＣＥＯ 灾难经历次数大于灾难经

历中位数时设置为对照组 (Ｔｒｅａｔ ＝ １)ꎬ 反之则设置为对照组 (Ｔｒｅａｔ ＝ ０)ꎬ 以前文使用的所有控制变

量作为协变量ꎻ 其次ꎬ 通过考虑各省起伏度使用 Ｌｏｇｉｔ 回归计算得到倾向性得分ꎬ 地形起伏度指的是

各省份最高点海拔和最低点海拔之间的差值ꎬ 它与 ＣＥＯ 的灾难经历有关ꎬ 但是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没有直接关系ꎻ 最后ꎬ 分别采用 １ ∶ １ 近邻匹配、 核匹配以及半径匹配等多种方式将匹配得到的样本

进行回归ꎬ 以消除不同匹配方法驱动的结果差异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ꎬ 三种方式的结果均显示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仍显著负相关ꎬ 与基准回归模型检验结果保持一致ꎮ

表 ９ 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 １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ＣＥＯＤｉ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５􀆰 ４６７) (－４􀆰 ８１９) (－５􀆰 ２７２) (－４􀆰 ６０１) (－３􀆰 ８０６) (－４􀆰 ７５２) (－４􀆰 ６０９) (－３􀆰 ６０５) (－５􀆰 ０２８)

ＣＥＯＧｅｎｄｅｒ ０􀆰 １０５ ０􀆰 １４４∗ ０􀆰 ０９６ ０􀆰 ０８５ ０􀆰 １０８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８ ０􀆰 １１１ ０􀆰 ０８８
(１􀆰 ２１９) (１􀆰 ８８４) (１􀆰 ４８３) (１􀆰 ０６９) (１􀆰 ５３５) (１􀆰 ４５１) (１􀆰 １０８) (１􀆰 ５８１) (１􀆰 ４７９)

Ｓｉｚｅ ０􀆰 ４０９∗∗∗ ０􀆰 ３７５∗∗∗ ０􀆰 ２６５∗∗∗ ０􀆰 ４０６∗∗∗ ０􀆰 ３７４∗∗∗ ０􀆰 ２６０∗∗∗ ０􀆰 ３９５∗∗∗ ０􀆰 ３６７∗∗∗ ０􀆰 ２５１∗∗∗

(２２􀆰 ３０３) (２３􀆰 １２３) (１９􀆰 ３２１) (２３􀆰 ６２４) (２４􀆰 ５９２) (２０􀆰 ２６１) (２３􀆰 ３２５) (２４􀆰 ５６２) (１９􀆰 ８１０)

ＲＤ ２􀆰 ０１６∗∗∗ ２􀆰 ０７６∗∗∗ ０􀆰 ６８２∗∗ ２􀆰 ３１９∗∗∗ ２􀆰 ４５１∗∗∗ ０􀆰 ７００∗∗ ２􀆰 ３３８∗∗∗ ２􀆰 ５００∗∗∗ ０􀆰 ６８７∗∗

(４􀆰 ４１７) (５􀆰 １３９) (１􀆰 ９９９) (５􀆰 ５０４) (６􀆰 ５７１) (２􀆰 ２２６) (５􀆰 ５７４) (６􀆰 ７５５) (２􀆰 １９１)

ＳＯＥ －０􀆰 ０６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９９∗∗∗ －０􀆰 ０７１∗ －０􀆰 ０５２ －０􀆰 １０１∗∗∗ －０􀆰 ０６４ －０􀆰 ０４３ －０􀆰 ０９８∗∗∗

(－１􀆰 ５０９) (－１􀆰 ２３９) (－２􀆰 ９９５) (－１􀆰 ６９６) (－１􀆰 ４０５) (－３􀆰 ２１８) (－１􀆰 ５６２) (－１􀆰 １９６) (－３􀆰 １９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１６０∗∗∗ －０􀆰 １４９∗∗∗ －０􀆰 ０９８∗∗∗ －０􀆰 １６７∗∗∗ －０􀆰 １４５∗∗∗ －０􀆰 １０５∗∗∗ －０􀆰 １５９∗∗∗ －０􀆰 １３７∗∗∗ －０􀆰 １００∗∗∗

(－３􀆰 ４６８) (－３􀆰 ６３９) (－２􀆰 ８３２) (－３􀆰 ７８５) (－３􀆰 ７０４) (－３􀆰 １７８) (－３􀆰 ６２９) (－３􀆰 ５３５) (－３􀆰 ０５０)

ＲＯＡ ０􀆰 ８２６∗∗ ０􀆰 ７１９∗∗ ０􀆰 ６１５∗∗ ０􀆰 ７７５∗∗ ０􀆰 ６６４∗∗ ０􀆰 ５３８∗∗ ０􀆰 ７４７∗∗ ０􀆰 ６２５∗∗ ０􀆰 ５２４∗∗

(２􀆰 ４２０) (２􀆰 ３７９) (２􀆰 ４０９) (２􀆰 ４０２) (２􀆰 ３２５) (２􀆰 ２３４) (２􀆰 ３３９) (２􀆰 ２１７) (２􀆰 １９５)

ＡＦ ０􀆰 ０５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１
(２􀆰 ５７８) (２􀆰 １９０) (１􀆰 ５１４) (２􀆰 ３３１) (２􀆰 ００３) (１􀆰 ４０７) (２􀆰 ３４８) (２􀆰 １１５) (１􀆰 ３６７)

ＩＮＳＴ －０􀆰 １２６∗ －０􀆰 １７７∗∗∗ －０􀆰 ０１５ －０􀆰 １３４∗ －０􀆰 １８６∗∗∗ －０􀆰 ０２５ －０􀆰 １４８∗∗ －０􀆰 ２００∗∗∗ －０􀆰 ０３４
(－１􀆰 ６４７) (－２􀆰 ６１６) (－０􀆰 ２６２) (－１􀆰 ８４３) (－２􀆰 ８９４) (－０􀆰 ４６９) (－２􀆰 ０９０) (－３􀆰 ２０３) (－０􀆰 ６４２)

ＥｓｔａｂＡｇｅ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５
(－０􀆰 ９８０) (－０􀆰 ６５０) (－０􀆰 ７７０) (－０􀆰 ３３７) (－０􀆰 ４０９) (０􀆰 １９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６) (０􀆰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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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 １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ＬｎＴｏｔａｌ ＬｎＩｎｖａ ＬｎＵｍ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７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６６∗∗∗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５∗

(－３􀆰 ００７) (－２􀆰 ８７５) (－１􀆰 ５４４) (－３􀆰 ６５６) (－３􀆰 ３４１) (－１􀆰 ９８１) (－３􀆰 ３９５) (－３􀆰 １３０) (－１􀆰 ６９８)

Ｂｏａｒｄ ０􀆰 １８１∗∗ ０􀆰 １９８∗∗∗ ０􀆰 ０６３ ０􀆰 １７３∗∗ ０􀆰 １８２∗∗∗ ０􀆰 ０８９ ０􀆰 ２０７∗∗∗ ０􀆰 １９６∗∗∗ ０􀆰 １１８∗∗

(２􀆰 １７６) (２􀆰 ６９４) (１􀆰 ０１９) (２􀆰 ２０７) (２􀆰 ６２０) (１􀆰 ５２６) (２􀆰 ６５８) (２􀆰 ８６２) (２􀆰 ０２９)

＿ｃｏｎｓ －７􀆰 ９１３∗∗∗ －７􀆰 ５１６∗∗∗ －５􀆰 １７２∗∗∗ －７􀆰 ７８０∗∗∗ －７􀆰 ４６６∗∗∗ －５􀆰 ０７５∗∗∗ －７􀆰 ７０８∗∗∗ －７􀆰 ４２５∗∗∗ －４􀆰 ９９９∗∗∗

(－１６􀆰 ８０８) (－１８􀆰 ０３６) (－１４􀆰 ６８６) (－１７􀆰 ５８７) (－１９􀆰 ０６２) (－１５􀆰 ３６８) (－１７􀆰 ５３６) (－１９􀆰 １４７) (－１５􀆰 ２０４)
Ｎ ３７５５ ３７５５ ３７５５ ４０７２ ４０７２ ４０７２ ４１５２ ４１５２ ４１５２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 ２４􀆰 ０１４ ２１􀆰 ９１９ ２１􀆰 ３３５ ２５􀆰 ４６４ ２３􀆰 ００４ ２２􀆰 ９５４ ２５􀆰 ３４８ ２３􀆰 １０７ ２２􀆰 ７１５
Ａｄｊ＿Ｒ２ ０􀆰 ３８２ ０􀆰 ３６０ ０􀆰 ３５４ ０􀆰 ３７８ ０􀆰 ３５３ ０􀆰 ３５３ ０􀆰 ３７２ ０􀆰 ３５０ ０􀆰 ３４６

５􀆰 研究结论与启示

５􀆰 １　 研究结论

ＣＥＯ 作为企业行为决策的核心人物ꎬ 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深远影响ꎮ 本文以 ＣＥＯ 在童年时期的

灾难经历为出发点ꎬ 以 ２００８—２０２１ 年中国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ꎬ 考察了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

难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 (１)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

抑制效应ꎬ 这主要源于灾难经历引发的认知、 价值观和风险偏好等方面的变化ꎮ (２) 政府环保补助

体现了企业外部制度环境ꎬ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烙印 “形成环境￣现有环境” 具有一致性匹配和差

异性匹配ꎬ 政府环保补助可以缓解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ꎮ (３)
ＣＥＯ 绿色经历使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产生的烙印发生动态变化ꎬ 削弱了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对

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利影响ꎮ

５􀆰 ２　 理论意义

首先ꎬ 通过关注 ＣＥＯ 的童年创伤ꎬ 本文为推动 ＣＥＯ 早年灾难经历研究的高阶理论做出了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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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ꎬ 这一范式的研究大多调查了与工作相关的经历如何影响 ＣＥＯ 的战略选择ꎬ 鉴于早期生活

经历会对个人行为产生持久的影响ꎬ 本研究暗示了经历的重要性ꎬ 超出了传统与工作相关的经历ꎮ
根据创伤心理学相关研究和烙印理论ꎬ 发现 ＣＥＯ 童年灾难经历塑造了其个性化特征ꎬ 这一特征对行

为的影响会持续到他们成为 ＣＥＯ 的时期ꎮ
其次ꎬ 本文拓展了烙印理论的外延ꎬ 传统的烙印理论关注于烙印本身对个体行为的影响ꎬ 而本

文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动态视角ꎬ 探讨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机理ꎮ 同时ꎬ
本文考虑了烙印形成时的外部环境与现有环境之间的一致性匹配和差异性匹配ꎬ 并为此匹配提供了

具体的情境分析ꎮ
最后ꎬ 从政府环保补助的角度出发ꎬ 为理解环保补助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ꎮ 已有研究虽然证

明了政府环保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ꎬ 但是关于政府环保补助如何影响创伤经历与企业行为之

间的关系仍有待探索ꎬ 本研究表明ꎬ 对于拥有童年自然灾害经历的 ＣＥＯ 而言ꎬ 政府环保补助主要带

来的是社会支持和基础保障ꎬ 而非社会压力或助推机会主义行为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早期灾难

经历所形成烙印的消极影响ꎬ 从而在 ＣＥＯ 做出战略决策时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５􀆰 ３　 实践意义

对于企业而言ꎬ 首先ꎬ 应将绿色创新理念融入长期战略的规划、 实施和调整中ꎬ 逐步树立对绿

色创新的认同ꎬ 培养研发人员的绿色创新意识ꎬ 以更好地响应社会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期望ꎮ 其次ꎬ
在 ＣＥＯ 选聘和培训方面ꎬ 应丰富高管选聘的考察维度ꎮ 除了关注能力、 专业、 学历和背景等因素

外ꎬ 企业也应重视候选人的早期重要经历ꎬ 这有助于客观评估其风险认知、 风险偏好以及对企业绿

色创新的影响ꎮ 为了更好地减少 ＣＥＯ 童年灾难经历对企业的不利影响ꎬ 企业还可以安排相关课程或

外部学习交流ꎬ 以促进 ＣＥＯ 的个人成长和适应力提升ꎮ
对于政府而言ꎬ 第一ꎬ 政府要大力为绿色创新 “发声”ꎬ 聚焦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引导各类市场主

体参与国家绿色转型发展道路ꎬ 以倡导绿色消费进一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ꎮ 第二ꎬ 企业的绿色创新

发展水平不仅关乎自身发展ꎬ 还直接影响社会环境绩效ꎮ 因此ꎬ 应积极发挥市场和政府 “两只手”
的作用ꎬ 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引ꎬ 通过直接补贴或绿色金融等间接手段ꎬ 创造正外部性ꎬ 促进企业绿

色创新ꎮ 第三ꎬ 政府还需加强监管ꎬ 防止企业迎合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ꎬ 以避免扭曲政府补

助的初衷ꎮ

５􀆰 ４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ꎬ ＣＥＯ 童年自然灾难经历的相关度量有待完善ꎮ 虽然本文根据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

个体出生地作为童年成长环境的替代指标ꎬ 但是仍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ꎬ 出生地不是成长地的误差

可能会导致衡量出现偏差ꎮ 未来可以通过访谈、 问卷等其他方式进一步获取精准数据进行研究ꎮ
第二ꎬ 本文关注的是所有自然灾难经历ꎬ 但事实上灾难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地质灾害、 气象灾害、

虫灾鼠害等ꎬ 在某些情况下ꎬ 不同类型的自然灾难经历可能会引发不同的后果ꎮ 就企业绿色创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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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而言ꎬ 因为环境污染和气象灾害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有直接关联ꎬ ＣＥＯ 气象灾害经历可能会比其他

类型的灾难经历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ꎮ 未来可以具体探究某一类型灾难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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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ｉｓｋ ｔａｋｉｎｇ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５８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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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Ｍａｒｑｕｉｓꎬ Ｃ􀆰 ꎬ Ｑｉａｏꎬ Ｋ􀆰 Ｗａ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Ｍａｏ􀆳ｓ ｄｒｅａ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６５ (３) .

[４０] Ｍａｒｑｕｉｓꎬ Ｃ􀆰 ꎬ Ｔｉｌｃｓｉｋꎬ Ａ􀆰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 [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ａｌ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７ (１) .

[４１] Ｍｏｙａꎬ Ａ􀆰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ꎬ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３１ (３) .

[４２] Ｍｕｃｈｉｎｓｋｙꎬ Ｐ􀆰 Ｍ􀆰 ꎬ Ｍｏｎａｈａｎꎬ Ｃ􀆰 Ｊ􀆰 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ｆｉ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１９８７ꎬ ３１ (３) .

[４３] Ｎｅｌｓｏｎꎬ Ｋ􀆰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９９３ꎬ ４ (１) .

[４４] Ｎｏｒｂｕｔａｓꎬ Ｌ􀆰 ꎬ Ｃｏｒｔｅｎꎬ 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ｄａｔａ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２ (１) .

[４５] Ｏｉｓｈｉꎬ Ｓ􀆰 ꎬ Ｙａｇｉꎬ Ａ􀆰 ꎬ Ｋｏｍｉｙａꎬ Ａ􀆰 Ｄｏｅ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ｊｏｂ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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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ＥＯｓ􀆳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Ｘｉｎ　 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Ｐ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Ｔｉａｎｊｉｎꎬ ３００４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ꎬ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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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ｅａｄｅｒ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ｉｎｔ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ｗｉｌ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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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ꎬ ｕｓｉｎｇ Ａ￣ｓｈ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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